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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玲

杨荣文先生1988年从政加入人民行动党参加是年的大选。《联合

早报》当时报道，行动党介绍33岁的杨先生为候选人时，标题直接引

述杨先生的话：“我要继续像个年轻人”。文内一开头就概括杨荣文

在记者会上表达的意愿：“作一位能反映真实的自我和与年轻人认同

的议员，是杨荣文准将的理想。”

刚出道的杨先生对记者谈到政府的作风，以及它和年轻人之间的

距离。他当时说，一些年轻的新加坡人，特别是受了较高深教育的那

些，对政府存有怀疑。他和年轻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赢得这些

年轻新加坡人的信任，消弭他们和政府之间的距离。

《海峡时报》则突出杨先生重视培养新加坡人的归属感和对国

家的荣耀与认同感，但在为新加坡感到骄傲的同时，又不至于变得自

大，沦为狭隘与小格局的国家主义。

那是1988年。今天当我们省视新加坡的现状，再回看当年杨先生

对记者说的话 —— 不论是看华文报或英文报突出的重点，他所提出的

至今仍没有过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四分之一世纪并不是很长的

岁月。而年轻的国家这些年仍在思索同一主题 ——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

与人民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应该是国家发展的正常过程；另一方面，

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肯定是不短的经历。杨先生的

思考，并不是在他从政之后才开始。他在学生时代，在1970年代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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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的起伏、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之际，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受到

当时的思潮影响，关注时局，参与示威。他在剑桥时期是新马同学会

的会长，所保存的学生时代的随想笔记，反映的正是知识青年对时事

思考的轨迹。

但是与很多思想者不同的是，在政坛的23年里，杨先生的思考型

政治人物形象既让他在行动党第二与第三代政治领袖主掌的内阁中显

得与众不同，内阁部长的身份与权力也使他得以将思想付诸实行，直

接主导国家政策与方向。阅读杨先生的言论，在今天社会开放、资讯

发达的年代，他的一些说法似乎看来平平无奇，甚至可能让人觉得趋

于保守；一些他所倡导的概念，经过这些年已经融为新加坡经营战略

的一部分，看起来已经不怎么新鲜与醒目。但是端详他发表言论的日

期，对照当时的背景，就会明白他的新进。我们可以看到，从1980年

代末到2011年之间，新加坡的环境和文化，如何让一个有政治谋略和

眼光的思想者，找到落实的平台；而他的概念形成政策时，如何改变

人们今天在新加坡的生活素质。

杨先生在1991年受刚接任总理的吴作栋先生委任，担任新闻及通

讯艺术部代部长。那是新加坡经历了李光耀先生担任总理31年，第二

代领导人接棒之初，也是新加坡经济条件较好，人均收入在亚洲已紧

追香港，超越台湾和韩国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位年轻领袖并不是过

多地对新加坡自我褒扬，而是在言论中透露出新一代领导人在经济领

域之外，对新加坡建国后的表现和性格，以及长远未来路向具有深刻

反思的精神。这与他1988年成为候选人时所表现的一致。上任不久，

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会的一场代表性演讲，把一个词带入了当时的

政治论述里 —— 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新加坡不是一个新的形态，但

是在1990年代初，社会对这个概念的探讨有限，如果有，也只是停留

在知识界。杨荣文的演讲不是蜻蜓点水，而是阐述了一套完整的理

念，相信已经思索一段时间。在谈到公民社会空间的重要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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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谈谈社群之间的互助与新加坡灵魂。公民机构要成

长，政府必须适当退出，为基层活动留出更大空间。如果

政府大包大揽，插手干涉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必定

不堪。所有人都会沦为酒店的住客。共产主义，尤其是苏

维埃共产主义，僭取一切权力，建立了一套无良的制度。

这个制度，让人人依附于国家，于是也毁灭了群体灵魂。

对于国家/政府（State）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他把新加坡比喻为

一棵榕树：

现在的问题，是榕树底下寸草不生。国家机构无处不在，

民间组织难以繁荣。所以必须修剪枝榕树叶，腾出空间，

让其它植物生长。大家知道香港朋友怎么说我们吗？他们

说，我们照顾人民无微不至，人民变得软弱了。

公民生活是公众情感和社会灵魂的源泉。公民生活

是民主国家的粘合剂。我们必须自己动手。政府可以协

助，但不能自上而下构建公民生活。

……我还想说，集权与放权间，要有适当平衡。为

榕树修枝剪叶是必然之举，却不可将树连根拔起。新加

坡始终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心，以迅速应对时刻变化的竞

争环境。新加坡需要多元性，但不可过量，否则过犹不

及。换言之，修剪时要小心翼翼。

谁来修剪榕树？从当时的形势看来，似乎只有榕树能够自我修

剪。杨先生的言论在新加坡讲英语的公民社会得到回响，这篇演讲成

为提到他时必然会被引述的经典之作。不过，执政党内部对于这篇演

讲有何直接反应的信息，我们并不清楚。

对于新加坡，杨先生提出超越疆域限制的想象。他中选进入国

会并入阁后，多次在言论中谈新加坡内在调整的需要，以及外部发

展的可能性。在他的思维里，新加坡与世界密不可分。他指的并不

是行动党老一代领导人解释的，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要跨越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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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它经济体，直接同欧美世界衔接。杨先生提出的，是以世界为

新加坡腹地的概念，拓宽新加坡的格局。在他的思维里，新加坡与世

界密不可分，经济、技术与文化密不可分，过去与现在密不可分。在

新加坡国内，不论是跟学生，还是一般新加坡公众，他的言论必然要

将新加坡放置于世界形势之内：国际化、第二双翅膀，绝对不落入内

视与狭隘的视角。他认为新加坡需要向外发展经济，新加坡人游走世

界时身份清晰，对内保持团结，在外与各国广结良缘，并且善用新加

坡同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维持同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印度

的文化渊源。

至于新加坡在寻找共同的身份认同期间，族群之间不时会出现的

紧张关系，杨先生处之泰然。他不着眼于族群对立的问题，而是用积

极正面的角度，去突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对新加坡的价值。2001年当他

担任贸工部长，为中央医院讲坛发表演讲时说：

我们必须知道造就今日我们之缘由。如果对自身的历史

步履一无所知，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各种矛盾，不一

而足。没有这些矛盾，我们就无法继续海纳百川，也无

法维持与世界的联系。

他继而谈到创造“大新加坡”思维的重要性。“这里说的新加坡

人，可能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亚欧混血儿，但都要有大智慧、

大胸怀。他心目中的新加坡，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岛国，而且还要考

虑新加坡的亚洲和盎格鲁萨克逊历史渊源和背景。想想加入新加坡籍

的中国或印度移民。”

我们必须用这种着眼大局的思想指针来教育子女。这就

是“小新加坡”意识与“大新加坡”心态之区别。“小

新加坡”意识，对本地区的各种问题，会觉得不自在，

也认为我们的多元化，是摩擦和烦燥的根源。“大新加

坡”心态则与地区的情况水乳交融，还会弘扬我们的多

元化，并以之为通往全世界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渠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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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这种心态抚育后代，整个世界都会是他们的，别人

会向往与他们同道，以他们为楷模。

今天当新加坡人更专注于关心个人的事情及新加坡内部的情况，

这番十几年前发表的言论，能给予我们什么价值和启发？

杨先生的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文化相关。1990年在马来语月

的开幕仪式上，他谈马来语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并且提出文学作

品的翻译，能够让使用不同语言的新加坡人了解彼此的文化。他谈新

加坡的华人文化，是将它放置在世界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趋势的框架

底下；从政不久，无论是晚晴园的保留，或者华校生和南大生的身份

问题，新加坡的华文水平问题，他的关注，也是在新一代的政治领袖

当中少有的。而杨先生在这方面的言论虽然主要以英语发表，但他看

待课题的深度和观点，使他与讲华语社群之间建立一份特殊的关系。

编选杨先生的言论集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我从近千篇言论中筛选

了几轮，好些文章难以取舍。从阅读的角度来说，除了大块头的演讲

之外，他到一些邻里学校的演讲，触及的课题，表述的方式，让人感

觉清新。一些社区的活动，他在平易的讲话中，仍设法给听众留下一

些思考点。例如他在1992年到仰光中学的25周年校庆演讲，谆谆善诱

地跟学生谈的是“平等”和“诚恳”的概念：

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与此同时又平等对待他们。

换个方式来说，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友

情跟能够被制造与打碎的物件不一样。我们得要对彼此怀

有感情，包括对我们的家长、兄弟姐妹、朋友。我们要

做正确的事，不去做错误的事，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在监

视我们，而是我们由衷感到应该这么做。每个人都会维

护尊严，有强烈的自尊。是的，在新加坡我们竞争很激

烈，我们竞争，为在学校争取优异表现，为考上理工学

院或初级学院，为求职，为地位，为钱。竞争带出我们

最好的一面，但也可能会带出最坏的一面。因此，竞争

必须有限度。我们的竞争意识必须受到合作与同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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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我们是人，得有人心人情。我们不是机器。每个

人都有存在于此，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权利，但是每个

人对其他人也有义务。我们要把握生命，活得有意义。

1993年，他为高岛屋在义安城的商场主持开幕时，谈的是商业与

文化的相互依存，并更进一步去谈文化对社会的重要性：

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物质，而是人民的思维。迈入新的

世界，固然要精通科学和数学，但远不足够。我们还要

有艺术感。科学和数学使生产准确高效，但要创造高价

值，只能靠艺术元素。比如忍者神龟玩具。制作精良，

符合发达国家的质量安全和标准不在话下，但可由中国

工人在适当的监督下生产。忍者神龟的价值不在实体产

品的生产，而在其概念、设计和营销手段。

数理强并不够，需要人文艺术的调和，是他在忍者神龟里看到的

价值。从这里延伸开去，他的立场很明确：

智力发展和艺术发展，好比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 

平衡是根本。古代学官在官场中倡导儒家思想，私下却

倡导道家思想。日本的禅宗思想与追求卓越不可分割。

越是要“阳”，就越是要“阴”。因此，经济发展要更

好，文化发展也要更好。

这类观点在2014年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是20年前新上任的部长有

这样的视野，愈发显得可贵，让民间对新加坡的人文环境有所期待。

而也正因为他有可以施展的政治舞台，在执掌新闻及艺术部的年月

里，他形塑了新加坡不同的文化景观，影响深远。他的贡献不纯粹是

保留了更多的旧建筑，把它们翻修成美术馆、博物馆或作其他用途；

不纯粹是他战略性地吸引了外国媒体公司把区域总部搬到新加坡来，

或者支持本地电影的拍摄。杨先生真正的贡献，在于他作为部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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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化、历史政策时的眼光与态度，没有让文化从属于经济发展的信

念，以及对民间社会的开放与尊重。

1996年杨先生以行动党青年团主席的身份，率领团员到美国考察

交流，了解美国总统初选的情况。行程中，他特别选择到犹他州，希

望以此提醒行动党员不要只是片面地以为洛杉矶及纽约就是美国的全

部。我当时入行做记者两年，接到报馆委派随行观察与采访的任务，

有三件和杨先生有关的事让我至今不忘。第一件是我们到犹他州的盐

湖城访问时，当地市长很希望我们采访她，在新加坡为盐湖城宣传。

因为盐湖城与我们距离遥远，我工作的《联合早报》读者当中有多少

对到盐湖城旅游投资感兴趣，我没有把握。记得当时杨先生走过来跟

我们几个随行记者说：办得到，才好答应人家。如果不适合，就坦白

告诉那位市长，不要敷衍人家；第二件，是当时因为李登辉访问美

国，中美关系紧张。同样是在盐城湖，他在与盐城湖市长为他设的

晚宴上演讲40分钟，即兴发言，稿在腹中，触及中美之间交往的历

史与矛盾，侃侃而谈，是平日积累思考的呈现；第三件，是到华盛顿

时，除了到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纪念堂

之外，杨先生特意要求安排到位于弗吉尼亚中部的杰弗逊故居蒙蒂塞

洛（Monticello）参观。杰弗逊的故居建筑切实如何不是重点，关键在

探寻历史的经验。这三件事，颇能让人对他的知识眼界、性情志趣、

行事风格，有所领会。

这本言论集可以从学理性较强的时政评论视角来阅读，但事实

是，因为杨先生确实曾经从政坛新星，到成为内阁中重要的一员，

并且先后担任过新闻及艺术部、卫生部、贸工部与外交部的部长，因

此，比照言论与新加坡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包括新加坡在国际舞

台上的位置，或许可以读出哲学之外的趣味。理想上应是才能多元的

内阁，在他离开后有何种缺失，或许要资深阁员才知道。但是在世界

面临变局，新加坡社会随之进入又一次转型，公民社会的力量亟待迸

发时，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很难不去猜想如果杨先生仍未退场，身在

其中，会是怎样的思考，榕树会有怎样的状貌。


